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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链条中,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批判始终占据核心席位。 马克思

认识李嘉图的过程包括了否定、肯定、初步质疑、全面批判与超越四个阶段。 在理论内容上,马克思

破解了李嘉图体系的“两个困难”,完善并超越了其级差地租理论,全面批判了其积累理论、贸易理

论等,既揭示了李嘉图将资本主义永恒化的意识形态特质,直指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剥削

本质,又揭示了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与历史暂时性。 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坚持唯物史观

原则,运用辩证法对经济现象予以本质性剖析,超越了李嘉图抽象方法的非历史性和阶级局限性。
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全面批判与超越,是马克思实现经济学革命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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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对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批判始终占

据其政治经济学批判链条中的核心席位。 李嘉图作

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巅峰,贯彻了劳动价值论并揭

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但由于他看不到资

本主义本质维度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知

中陷入非历史的自然主义窠臼,难以解决资本与劳

动交换、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这两个理论困难,并
最终致使李嘉图学派走向解体、古典政治经济学走

向终结。 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

的政治经济学,但其理论一经问世便面临两个方面

的质疑。 一方面是对劳动价值论科学性的质疑。 奥

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庞巴维克 ( Eugen
 

von
 

Böhm-
Bawerk)指责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

与价值的定义相矛盾[1] ,以萨缪尔森( Paul
 

A. Sam-
uelson)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价值转化为生产

价格是多余步骤,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必要性,[2] 他们

粗率地抛弃劳动价值论而只满足于经济规律的表象

描述,事实上是退回到了李嘉图甚至是李嘉图之前

的水平。 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革命性的

质疑。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等

经济史学者将马克思视为古典经济学的直接延续,
声称货币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并未超越其老师李嘉

图[3]18-20,忽视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实现的革命

性转变。 质疑与争论都绕不开李嘉图。 因此,重回

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十分必要且

意义重大。

一、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历程

　 　 马克思于 1843 年开始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直是他“黄金时代”的中心工

作。 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习近平同志

在福建厦门工作期间,指导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

经典原著时说:“这里说的批判不是我们以前理解的

狭义上的批驳,不是开‘批判会’那种‘批判’,而是

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

学理论和逻辑的提高和深化, 是批注、 评论、 判

断。” ①循此理解,回到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笔者可

以将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认知历程划分为

四个阶段:否定阶段、肯定阶段、初步质疑阶段、全面

批判与超越阶段。

(一)第一阶段(1843 年 10 月至 1845 年 2 月):对李

嘉图的简单否定阶段

　 　 马克思此时在巴黎研读了斯密、李嘉图、李斯

特、麦卡库洛赫等人的著作并作了九册的摘录,即
《巴黎笔记》。 《巴黎笔记》第四、第五册摘录了李嘉图

　 　
①该句引自 2022 年 3 月 16 日《中国青年报》第 4 版刊载

的文章《习市长指导我“要把马克思主义原著‘厚的谈薄,薄
的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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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下称《原理》)。 从这

些笔记可以看到,马克思已经对李嘉图及其价值理

论提起了很大的兴趣,他关注到吉·普雷沃撰写的

《评李嘉图体系》并作了较多的评注,然而他尚未认

识到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真正地位,没有理

解普雷沃对李嘉图“深邃的经济学家”的称赞。 在谈

论“价值” 时,马克思注意到李嘉图和萨伊的区别:
“在价值规定中,李嘉图紧紧抓住生产费用,萨伊仅

仅抓住效用(有用性) ” [4]32 ,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去

理解李嘉图“生产费用” 的劳动价值论基础,在摘

抄了李嘉图的“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它

的相对量……是调节商品相对价值的尺度” [4]32 之

后没有进一步阐释便转向萨伊和蒲鲁东。 这是因

为当时马克思对“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学的理

论内容还没有过多的关注,只能从人本主义立场,
从抽象人性的角度来看待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在
评论“工人的价值仅限于生产费用”等观点之时他

作出谴责,认为国民经济学用“抽象”去否定“生活

本身的一切意义” [4]39 ,对李嘉图的经济理论采取

了否定态度。

(二)第二阶段(1845 年 2 月至 1848 年 3 月):对李

嘉图价值理论的高度肯定的阶段

　 　 这一阶段,马克思写下《神圣家族》 《德意志意

识形态》《哲学的贫困》 《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

党宣言》等一系列涉及或专门阐述政治经济学问题

的著作,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说的论述可谓星罗棋

布,关于其劳动价值论的篇幅更不在少数,集中论述

的主要文本是《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时期就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

观,因而在写作《哲学的贫困》时,马克思已经有了一

个科学的历史观,理解了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重要

地位,接受了劳动价值论,并大量运用在其对蒲鲁东

的批判中。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对李嘉

图作出正面评论。 他批判了蒲鲁东构成价值论的

“二律背反”,高度称赞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

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 [5]93 此时,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观点发生了质的转变,他由劳动价值论的拒斥者

转变成为“劳动价值论的辩护人。” [6] 价值问题成为

马克思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崭新出发点。 此阶

段马克思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认识主要有两点。 其

一,马克思高度肯定李嘉图对斯密二元价值论的批

评[5]99。 斯密有时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当

作价值尺度,认为“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

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

苦和麻烦” [7]26,有时却又把购买到的劳动量当作价

值尺度:“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

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使用它使他们能够购买

或支配的劳动量” [7]27。 李嘉图揭露了斯密的错误,
认为投在一种商品内的劳动量和该种商品所能换得

的劳动量并不相等,只有以劳动时间为尺度才是恰

当的。 其二,马克思意识到劳动成为商品之后,其价

值与其创造的商品价值有所区别。 他同意李嘉图的

工资定律,并认为劳动的相对价值等于再生产劳动

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商品价值则由生产该

商品所需的劳动量决定,但也发现了“劳动时间作为

价值尺度这种做法和现存的阶级对抗、和劳动产品

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分配

是多么不相容” [5]95 的事实。 这一区分成为马克思发

现剩余价值的重要萌芽。

(三)第三阶段(1850 年 8 月至 1853 年 12 月):初步

质疑并析出李嘉图“两个困难”的阶段

　 　 其间,马克思侨居伦敦,开始对英国政治经济学

术界的许多争论进行深度思考,形成了《伦敦笔记》。
该笔记摘录了当时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是马克思

“创立自己原创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原始资

料群,因此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初理论建

构的直接思考前提” [8] 。 当时欧洲刚经历了 1847 年

经济危机与 1848 年欧洲革命,马克思在现实革命中

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阶级矛盾的认识不断加深,
他开始重新审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李嘉图学说。 马

克思对李嘉图的《原理》一书再次进行大篇幅摘录,
并对其货币数量论、地租理论和价值理论发起了质

疑。 他意识到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是 “非常混乱

的” [9]81,其级差地租理论“是大有问题的” [9]103,分
析出李嘉图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劳动价值论存在两个

难以克服的“困难”,即资本与劳动交换、等量资本获

取等量利润。 因而,这个阶段马克思开始破除对李

嘉图的“迷信”,他为建立自己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奠

定重要基础。

(四)第四阶段(1857 年至 1867 年及之后):对李嘉

图全面的批判与超越阶段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时间段。 第一个时间

段是 1857 年至 1863 年 7 月。 马克思撰写了关于

《资本论》的两部著名手稿:《1857—1858 年经济学

手稿》和《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 马克思对政

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

体系的结构作了探讨,克服了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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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家的方法论缺陷,对劳动价值、货币理

论、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了

初步论述,奠定了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1859 年,马
克思公开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系统

探讨了商品和货币理论。 1863 年 7 月,出于撰写第

二分册的需要,马克思完成了《1861—1863
 

年经济

学手稿》,进一步将劳动价值论推向完善,同时阐明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及生产价格理论、绝
对地租理论等内容,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

动规律,完成对李嘉图的全面批判与超越。 第二个

时间段是 1863 年 8 月至 1867 年及之后。 马克思撰

写了有关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的流通过

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一系列手稿,提出《资本

论》的“三卷四册结构”计划。 马克思在 1865 年曾跟

恩格斯讨论过:“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

三册)。 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

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

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

述一遍。 ……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

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10]230-231 这个

“艺术的整体”最先呈现为 1867 年出版的《资本论》
第一卷,在序言中马克思公布了四卷计划:“这部著

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

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

册)将探讨理论史。” [11]13 理论史的付印准备工作由

恩格斯担任。 遗憾的是,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个计划,
而是由考茨基以 “剩余价值学说史” 为题分别于

1905 年、1910 年用德文出版。 由于考茨基对原文进

行了大幅删改和重新编排,将理论史独立于《资本

论》之外的编撰方式引发学术界争议。 1954 年至

1961 年,苏联马列研究院根据马克思原始手稿再次

重新编辑,形成俄文版《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

论》(第四卷)出版。 该苏联版严格遵循马克思手稿

的原始顺序和内容,恢复被考茨基删改的部分,补充

了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技术史等内容的注释,
成为学术界广泛引用的权威版本。 虽然《资本论》第

四卷的出版历经波折,但马克思对理论史的批判思

路和内容已经基本体现在其手稿的写作中。
马克思认识李嘉图的过程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的形成过程相统一。 正是在继承发展李嘉图的劳动

价值论,克服其价值论中的“两个困难”的基础上,马
克思建立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 在科学的劳动价值

论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秘密,
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进

行了全面的批判与超越,完成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突围”,建立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主要内容的
批判与超越

　 　 在以《资本论》第四卷为愿景出版的《剩余价值

理论》中,马克思对重农学派、斯密、李嘉图、庸俗经

济学家等人的基本观点进行了集中批判,展现了马

克思如何通过“破”与“立”的结合,构建了剩余价值

理论的详细过程。 《资本论》第四卷全卷共三册,其
中,第二册整册围绕着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

点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与超越。

(一)破解李嘉图价值论中的“两个困难”
　 　 在“历史的评论” [12] 中,马克思总结了李嘉图体

系的“两个困难”。 “李嘉图体系的第一个困难是资本

和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 第二个困

难是等量资本,无论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都提供相等

的利润,或者说,提供一般利润率。 实际上这是一个没

有被意识到的问题: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13]192

因而,破解“李嘉图困难”成为马克思的首要任务。
1. 重塑劳动价值论系列概念,破解李嘉图体系

的第一个困难

造成李嘉图体系第一个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两

个。 其一,李嘉图跳过一切中介环节,直接将价值等

同于交换价值。 尽管李嘉图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进行了辨别,但谈到价值的决定方法时他常常混淆

物品的价格与价值,当他提到“黄金与空气或水相比

时,用处虽然很少,却可以交换大量的其他财货” [14]5

时,交换价值被规定为“购买其他货物的能力”。 而

当他谈到“在社会的早期阶段,这些商品的交换价

值,即决定这一商品交换另一商品所应付出的数量

的尺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各商品上所费的相对劳动

量” [14]6 时,交换价值(相对价值)被规定为“耗费的

相对劳动量” (价值)。 可见,李嘉图不加区分地运

用着交换价值、相对价值和价值这几个概念。 其二,
对价值和劳动的关系只有量的表现,没有质的分析。
他提出价值一元论,即“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基础,相
对劳动量是几乎唯一决定商品相对价值的因

素” [14]13,并认为劳动的估价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相

对熟练程度和所完成的劳动强度,不同劳动之间的

交换比例具有稳定性,决定价值的除了直接投在商

品中的劳动以外,还包括协助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工

场建筑等劳动资料上投入的劳动。 决定商品价值量

的并非个别劳动量,而是必要劳动量,即最不利的生

产条件下生产某商品所必须耗费的劳动。 但是,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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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图的“必要劳动”只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存在,他没

有考虑到其社会属性,也就没有达到社会必要劳动

的高度。 价值和交换价格的直接等同、价值与劳动

关系混乱导致李嘉图在分析劳动与资本的交换之时

把工人劳动的价值直接理解为资本家所支付的工

资,提出工资与利润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却无法

解释工人劳动创造的产品价值通常高于工资的

现象。
马克思重塑了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概念,搭

建了从价值到交换价值的桥梁。 尽管斯密和李嘉图

等人都提出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
但他们都没有研究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矛盾性,而仅

仅将其当作一种已知的性质加以确认而已。 马克思

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庞大的商品堆积现象进行了

考察,指出不应像李嘉图那样把价值、价值关系剥削

离开“经济的具体物”———商品本身———来研究价值

规律。 他认为:商品中能够满足人某种需要的有用

性即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而价值则“是商

品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 [15]89。 在计算

或记账时,人们通常把商品的物质和自然属性抽象

掉,转化为价值符号,即把商品当作单纯交换价值固

定下来,因此,“商品的价值必然取得一个在质上可

以和商品区别的存在,这种可分离性必然变成实际

的分离,这是因为商品的自然差别必然和商品的经

济等价发生矛盾。 两者之所以能够并存,只是由于

商品取得了二重存在,除了它的自然存在以外,它还

取得了一个纯经济存在。” [15]90 概言之,使用价值是

价值关系的物质承担者,价值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关

系的抽象形式,商品就是二者的对立统一体。 马克

思进一步验证商品的二因素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

的二重性。 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 如果把商

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
劳动产品这个属性。 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

失,各种劳动的具体形式被消解为相同的人类劳动,
剩下的东西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

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 [11]51,即抽象人类劳动。
商品的价值就源于有对象化或物化的抽象人类劳动

的凝结。 价值量由“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

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又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

量的。 但这个劳动时间并非个体劳动的耗费时间,
而是基于一定生产力水平的平均劳动时间,即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 如此,在李嘉图那里不加区分的“耗

费劳动”变成了抽象人类劳动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 概念的桥梁搭建起来之后,价值的决定因

素与尺度都清晰了起来:商品价值是无差别人类劳

动物化形态的凝聚,这是价值质的层面的规定性,意
味着一切商品可交换是因为它们作为价值实体具有

同质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是价值量的

层面的规定性。 价值概念是质与量的统一。 李嘉图

仅从量的方面规定价值,故无法真正领悟“劳动价值

论”,也难以言明是何种劳动创造了价值。 马克思正

是从李嘉图所忽略的地方开始,厘清了使用价值和

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不同,进而进入劳动二重性

的分析。 劳动二重性的提出成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

枢纽。[11]55

区分清楚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

动后,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力”商品的概念,解决了李

嘉图体系的第一个困难。 在《1857—1858 年手稿》
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劳动和资本间的交换过程揭示

了“等价交换”的迷障。 资本和劳动交换分为两个性

质上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流通领域中进行,
在这里,“一方是资本,另一方是劳动,两者作为独立

的形态互相对立;因而两者也是作为异己的东西互

相对立。” [15]223 在简单交换价值首次出现时,劳动者

所生产的产品并非直接作为满足自身需求的使用价

值。 如果产品是直接的使用价值,劳动者所生产的

就只是产品而非商品,也就不会有交换价值。 因而

劳动者并非用自身的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在跟资本

进行交换,而是提供一种生产的可能性,这样的可能

性一经“资本的要求推动下,才能变成现实” [15]224。
换言之,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使用价值不是李嘉图

的具体劳动,而是工人的劳动能力———“是工人的用

于一定目的的、因而是在一定的形式下表现出来的

生命力本身。” [15]224 工人出卖的是一种能够创造比

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资本付出工资购买工人劳

动的“等价交换”结束后,对工人劳动力的支配权落

入资本家手中,交换进入第二阶段,即劳动过程。 劳

动过程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必然大于资本在交换过程

所付出的工资,被遮蔽的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也就浮现出来。 马克思从最简单的事实出发,如实

描述了资本家通过交换而增殖了他的资本的价值,
发现“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本质上是“资本与劳动力

商品的交换”,由此克服了李嘉图体系的第一个困

难。 理解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也就理解了“现代社会

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 [16] 。
2. 厘清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关系,提出生产价格

理论破解第二个困难

造成李嘉图体系第二个困难的原因在于其分配

理论中存在两个等式。 第一个等式是利润(平均利

润)等于剩余价值。 李嘉图沿袭了“斯密教条”,在



56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第 4 期

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地租、工资和利润三者

关系的分配模型:商品的价值被分割为工资、利润和

地租三部分,各个部分之间是对立的,工资主要受地

租影响,地租越高工资越高,利润主要受工资影响,
工资越高利润越低。 李嘉图以利润的涨落为关切

点,直接把商品价值除去工资以外的部分理解为利

润,即“商品的全部价值只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构成

资本利润,另一部分构成劳动工资。” [14]90 因此,他对

资本有机构成的论述只限于说明从斯密(特别是从

重农学派)那里传下来的,流通过程产生的资本有机

构成的差别(包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这样一

来,资本有机构成就变成了固定资本与利润的比例,
而不是固定资本和工资的比例,这与耗费劳动决定

价值的基本观点冲突。[17]424

第二个等式是价值等于生产价格。 李嘉图混淆

了剩余价值与利润,只关注了流通过程。 而对于生

产过程本身内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即不变资

本(C,用于购买生产资料)与可变资本(V,用于支付

劳动力)的比例(C / V),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涉

及,或者根本就不知道。 由于这个缘故,他把价值和

费用价格混淆起来了。[17]423 李嘉图将商品价值直接

等同于生产价格(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但未意识

到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行业中,剩余价值的产生

仅依赖可变资本。 按照劳动价值论,若两行业投入

等量资本,可变资本高的行业(有机构成低)因剥削

更多活劳动而创造更多剩余价值,则可变资本低的

行业剩余价值较少;若价值等于生产价格,则两行业

利润本应不等,但现实中资本竞争迫使利润率平均

化,导致生产价格偏离劳动价值。 这种矛盾本质是

劳动价值论与平均利润率规律在“价值 =价格”假设

下的直接冲突,暴露了李嘉图体系无法解释资本结

构差异下利润均等化的现象。
怎样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等额资本(不管

其有机构成如何)会在同一时间内平均地获得等量

利润的规律?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要在《资本论》
第三卷和第四卷中进行解决。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

义发展到发达商品经济阶段,价值规律转化成生产

价格规律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李嘉图把各种不

同的“价值”规定混淆了起来,也不懂价值形式,因此

他在构建“费用价格理论”以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显得

漏洞百出。 第一,李嘉图认为费用价格的差别主要

在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比例不同导致的再生产时

间的不同,而忽略了固定资本(如机器、工具)的价值

是逐步转移到商品中,而流动资本(如原料、工资)的

价值则一次性转移到商品中。 这种误解导致李嘉图

未能充分认识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价值形成过

程中的本质区别。 第二,李嘉图直接设定了一个一

般利润率。 事实上“既然假定有一般利润率,也就假

定了有不同于价值的费用价格的存在” [17]194,李嘉

图无视价值与费用价格的差异,也就看不到剩余价

值的来源,理解不了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实际上是资

本竞争和剩余价值在不同部门之间再分配的结果。
第三,李嘉图认为工资的提高会直接导致利润的降

低,而工资的降低会提高利润。 马克思则看到,利润

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剩余价值的大小取决于

资本家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剥削程度,而不是工资的

绝对水平。 工资的提高或降低会影响利润的分配,
但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总量。 概言之,李嘉图设定

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 时忽视了价值同费用价格

(生产价格)的差别,没有区分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
错误地把工资上涨看作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也就不

可能正确地从理论上解释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通过对李嘉图谬误的分析,马克思进一步观察

发现,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利润总额不可能超过剩余

价值总额。 各个生产部门不同的利润率,由于各个

生产部门之间的竞争,必然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
因此,一般利润率是所有资本主义部门创造的全部

剩余价值按各个部门所投资本的大小重新分配的结

果。 由于这种平均化的过程,商品出售时的价格与

它们的价值不一致,在一些部门高于它们的价值,在
另一些部门低于它们的价值。 价值规律与生产价格

之间的转化通过两种竞争方式形成。 第一种是同一

行业内企业间的竞争。 其推动该领域的个别价值通

过竞争整合为统一的市场价值。 第二种是不同产业

领域之间的竞争。 在这种竞争中,资本总是趋向从

获取较少利润的部门抽出,被投入能提供最大利润

的部门。 各个生产部门不同的利润率在抽出和投入

的波动中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或一般利润率),市
场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 在竞争趋向动态平衡时,
所有生产部门的产品都以生产价格为基准来进行销

售,获得相同的平均利润。 “这无非是资本家们努力

(而这种努力就是竞争)把他们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

的无酬劳动量……在他们相互之间进行分配,而且

这种分配不是根据每一个特殊资本直接生产多少剩

余劳动,而是根据以下两点进行分配:第一,这个特

殊资本在总资本中占多大部分;第二,总资本本身生

产的剰余劳动总量。 资本家们既作为同伙又作为敌

手来瓜分赃物———他们所占有的他人劳动,于是他

们每个人占有的无酬劳动,平均说来,同其他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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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资本家占有的一样多。” [17]21 竞争使得商品的价值

转变为平均价格。 在这个平均价格里,一件商品所

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会转移到另一件商品上。
对于全社会生产而言,平均利润的高低受所有资本

主义企业剥削程度的影响,所以,处于对立面的不再

是单一的工人与单一的资本家,而是工人阶级整体

与资本家阶级整体。 当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形成

后,价值规律会转化为生产价格规律。 这时候,市场

价格波动的中心点不再是以商品价值(C+V+剩余价

值)为基准,而是围绕生产价格(C+V+平均利润)波

动。 价值规律的这种变形并没有取消劳动价值论,
它只是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剩余价值的总量仍然等

于平均利润的总量,商品价值的总量仍然等于生产

价格的总量。 马克思厘清平均利润率的概念,描绘

出总资本与剩余价值总量的分配图景,揭露了价值

到生产价格的转型过程,科学解释了“等量资本获得

等量利润”的表象与劳动价值论的统一性。

(二)完善超越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地租理论是李嘉图分配理论的核心内容,李嘉

图首次系统阐述了级差地租概念,并指出地租产生

源于土地肥力、位置等自然条件的差异。 但李嘉图

对于资本有机构成的错误理解、混淆生产价格(费用

价格)和价值的错误一直贯彻到农业生产的研究中,
使得其级差地租理论依然存在缺陷。

1. 李嘉图级差地租的理论贡献及其缺陷

李嘉图认为地租是“为了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

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

品” [14]53。 地租的产生源于土地的级差生产力。 随

着人口增长,社会需要开垦更劣等的土地,而优等土

地因其更高的生产率会产生超额收益,这部分收益

转化为地租。 李嘉图还分析了级差地租的第二形

态,即在同一块土地上,由于更多地追加了资本和劳

动,实现了集约耕种而产生的地租。 当在同一块土

地上不断增加投入,最初可能会使产量有较大幅度

的提高,但随着投入的继续增加,产量的增加幅度会

逐渐减小,当产量增加所带来的收益超过追加投入

的成本时,就会产生级差地租。 李嘉图具体推论是

这样的:首先,人口增长(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此

起到作用)导致对农产品的需求上升,需开垦更劣等

的土地;其次,边际土地的生产成本更高,农产品价

格随之上涨;再次,工人维持生存的货币工资必须提

高(因粮食价格上升),但实际工资仍仅够维持基本

生活;最后,资本家利润因工资成本上升被压缩,导
致利润率下降。 在此过程中,地租扮演了关键角色,

即优等土地的地租因农产品价格上涨而不断攀升,
地主阶级成为经济增长的既得利益者,而资本家利

润则被挤压。 李嘉图借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三大

阶级(地主、资本家、工人)的利益冲突:地租上涨本

质上是地主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而利润率下降

将最终导致资本积累停滞,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李

嘉图的分析相较于安德森等人的朴素观点,在理论

和实践上都向前迈进了一步。[17]120-121 在理论上,他
作出商品的价值规定,并阐明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在
实践上,他反对资产阶级生产基础上的土地所有权

的必要性,并且更直接地反对国家促进这种土地所

有权发展的一切措施,如谷物法[17]123。 李嘉图地租

理论与其劳动价值论相衔接,试图解释地租是如何

在不依赖劳动投入的情况下产生的,其为资源分配

和价格形成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
李嘉图级差地租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

农产品的价格不仅提供了利润而且还提供了地

租———一个超过这个平均利润的经常余额,那么农

产品的价格就高于它们的费用价格。 如果农产品的

价格高于它们的费用价格,必然提供一个超额利润,
那么按照上述前提,农产品的价格也就高于它们的

价值。 同量劳动(直接劳动和积累劳动)———把各个

资本之间由于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差别而发生

的一切平均化现象都考虑进去———在农业中生产的

价值就会比在工业中生产的价值高。 因而商品的价

值就不是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来界定了。 这样一

来,政治经济学的整个基础就被推翻了。[17]269 李嘉

图也意识到地租的出现让劳动价值论陷入窘境,后
来在给麦卡库洛赫的信中直言:“必须承认,价值这

一问题已陷入重重困难。 ……地租、工资和利润这

些重大问题,毕竟必须用全部产品在地主、资本家和

劳动者之间分配的比例来阐明,而比例基本上与价

值学说无关。 把地租去掉,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

分配就简单得多了。” [18] 矛盾的关键在于土地作为

自然禀赋并非劳动产物,其生产力的差异却直接影

响了价值分配。 尽管李嘉图强调地租是价格的结果

而非原因,但这一解释未能完全消除逻辑漏洞。 这

是因为若土地的稀缺性迫使社会投入更多劳动于劣

等地,那么农产品的价值实际上由边际土地上的劳

动成本决定,而优等土地的地租则是自然条件赋予

的“超额利润”。 这暗示了自然因素对价值形成的存

在影响,动摇了劳动价值论的纯粹性。 这个问题直

到马克思提出绝对地租理论才得以解决。
2. 马克思提出绝对地租超越李嘉图的级差地租

马克思早在《伦敦笔记》时期就意识到了李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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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差地租的问题:李嘉图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地
租是由耕种最劣等土地的劳动耗费量决定,转而却

又提出“土地收益递减论”,并认为人口和需求的增

长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导致地租提高,人们不

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最坏的土地无法收取相

当地租,由此农业商品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后吸引资

本流入农业,供需再次发生变化,农业和工业的利润

最后趋向平衡。 马克思看到了这些论断实际上“处

处都是和历史相矛盾的”———现实中,农产品的价格

虽然并非总是上涨的,但地租却总是上涨的。 马克

思此时还没有形成绝对地租的概念,但已经提出相

关的内容。 他指出,某部分的土地改良,是整个时代

的成果,不向任何人支付报酬,甚至未耕地也分享到

了那些使耕作和开荒容易十倍的现代手段,现在最

坏的土地跟以前最坏的土地相比还是相对好的,因
而整个农业生产率是提高的。 “主要问题仍然是使

地租规律与整个土地肥力的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历史事实。” [10]64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隐含了

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前提,即技术进步无法长

期对抗自然条件的限制,因此利润率下降被视为一

种历史必然,而马克思却关注地租随着土地垄断、技
术进步的历史现实,出现了“超额利润”的现象,超额

利润的存在提示着绝对地租的存在。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 11 章至 13 章中详

尽剖析了李嘉图地租理论的缺陷。 第一,马克思认

可李嘉图对于级差地租的阐释相较于前人更为深入

且准确,李嘉图将地租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相互结合,
这是他的主要贡献。 第二,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在地

租定义上存在谬误。 李嘉图将农场主支付给地主的

所有款项一概称为地租,实则其中部分款项应为土

地投资所获得的利息或利润。 他的定义未能精准反

映土地的本质属性,还把土地当作“原有的” “不可

摧毁的” [17]274 生产力,未充分考虑土地是自然历史

进程的产物。 此外,李嘉图错误地认为支付给伐木

和采矿的报酬不属于地租范畴,马克思则认为这些

报酬也应归为地租,只是并非农业地租。 第三,马克

思指出级差地租的产生与利用土地的先后顺序无

关。 无论土地利用顺序如何,级差地租都有可能存

在,“李嘉图的从比较肥沃地区向比较不肥沃地区这个

按下降序列推移的假定,完全是偷运进来的。”[17]352-353

第四,马克思批判李嘉图否定绝对地租的存在。 李

嘉图多次强调最差土地上无地租,以此否认绝对地

租。 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历史视角,
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土地已被占有的事实;二是坚

持劳动价值论,却未认识到价值与生产价格的区别,

因而无法解释绝对地租的来源;三是将农业资本有

机构成与工业等同,看不到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
依赖更多劳动力投入也就能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绝对地租的产生也正于此。

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是在将平均利润和生产

价格理论应用于农业领域后形成的。 他首先指出资

本主义地租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其
次通过对大量的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组合数据进

行分析说明,指出最差土地和生产率最低的投资也

需提供绝对地租,原因在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和农

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的。 农业部门的资本有机

构成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投入的劳动力越多,农产

品价值便高于生产价格,而土地私有权的垄断阻碍

了资本自由流动,使得这一差额形成的超额利润被

固化为地租。 具体而言,由于农业生产更依赖于人

力(可变资本占比高),在相同投资下,农业比工业能

创造更多剩余价值。 假设工业品按生产价格出售,
农产品则因资本无法自由流入农业参与利润平均

化,得以按更高的“价值”而非“生产价格”出售,两
者的差额即超额利润。 地主凭借对土地的垄断所有

权,强制租地资本家支付这部分超额利润作为地租,
由此形成绝对地租。 这一机制无需抬高农产品市场

价格,而是通过土地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直接实现。
马克思以此批判了李嘉图将地租归因于“自然属性”
的局限,指出地租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产物———即

使最贫瘠的土地,在私有制条件下都能通过垄断权

榨取剩余价值。 在现代农业中,尽管技术进步可能

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但土地稀缺性和私有制仍使绝

对地租以变体形式存在,就算是城市边缘的土地依

旧能够强制收取租金。 绝对地租的提出具有重要意

义,比如在当下的数智时代中仍然存在着地租理论

的变体形式———平台经济。 平台经济就是通过数据

垄断、算法控制及数字基础设施的所有权重构了绝

对地租,基于技术权力和制度赋权的结构性优势收

取超额利润,其本质仍是剩余价值的特殊分配形式。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依然能成为分析当下问题的重要

途径。

(三)对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的批判与超越

　 　 除了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马克思对李嘉图的

批判还涉及国际贸易、积累理论、机器观等方面。 在

国际贸易思想方面,李嘉图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

原理”,即认为即使一国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均处于

绝对劣势,仍可通过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其相对成本

更低的商品与他国贸易互惠。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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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时期就提出了世界历史理

论,揭示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

运动的结果,大工业的兴起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封闭

性,推动了分工和交往的全球化,资产阶级为追求剩

余价值,通过廉价商品和资本输出“迫使一切民族采

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11]35,最终建立以世界市场

为纽带的全球体系。 后来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

将“世界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最后部分,
揭示了自由贸易本质上是资本扩张的工具,发达的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技术垄断和资本优势剥削落后国

家,形成依附性经济结构,而非纯粹互惠。 “或者说,
不同国家的工作日相互间的比例,可能象一个国家

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同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的比

例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

贫穷的国家。” [13]112 马克思将国际贸易纳入全球资

本主义体系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文明”
外衣下的殖民掠夺和原始积累的暴力本质,强调国

际贸易的阶级性与历史性,超越了李嘉图国际贸易

理论的静态分析,为后来列宁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

奠定基础。
积累理论方面,李嘉图简单地将资本积累等于

可变资本的积累,将资本积累的本质视为收入转化

为工资的过程。 他不仅认为资本积累的条件是收入

的节约和资本的使用,而且认为资本积累总是带来

财富的增加,需求之间始终是平衡的。 其否认普遍

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存在。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
第 17 章中对此进行了全面批判,指出李嘉图将剩余

价值的积累简单地等同于可变资本的积累,忽视了

不变资本在积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李嘉图没有充

分认识到固定资本(不变资本)的折旧在资本积累中

的作用。 固定资本的折旧不仅影响资本的再生产,
还为资本积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指出

资本积累的本质、条件与效果:资本积累的本质在于

剩余价值的不断资本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强化;资本积累的条件与资本再生产的

条件是一致的,必须考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再生

产;资本积累的经济效果取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和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资本积累可能导致利润率的下

降,从而限制资本的进一步积累。 李嘉图遵循“萨伊

定律”坚持供需平衡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生

产和消费的矛盾,否认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则看到积累过程包含了生产与再生产、生产

与消费,在商品和货币的内在矛盾中包含了危机的

可能性,指出了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和关于危机的观

点充满了辩护论色彩。

在机器观方面,李嘉图在“论机器”一章讨论机

器对工人的影响时,修正了自己早期对机器应用的

乐观态度,首次提出机器替代劳动可能损害工人阶

级利益的观点。 李嘉图虽然修正了以往的错误看

法,表现出“科学上的诚实” [17]633,但是在对问题的

新提法中依旧隐含着辩护论———他提出机器发明带

来纯收入的增加,机器运用的长期效益会补偿短期

失业的观点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为工人制造的

“美妙的前景” [17]650-652,难以掩盖“资产者把采用机

器使雇佣奴隶制永久化” [17]653 的事实。 马克思对机

器的认识也有一个清晰的转变历程:早在《 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机器论片段”中,他就论述

了机器体系在生产中的作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在
《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中他不仅详细分析了

机器演变的过程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而且还基

于相对剩余价值的形成去分析了机器大工业时代的

生产及其对工人生产、家庭与农业等方面的影响,并
指出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大规模应用和机器的进一

步发明必然引起剩余价值剥削的加剧,导致工人劳

动异化,造成“过剩人口”,形成产业后备军,最终将

爆发工人阶级的革命。 马克思始终将机器理论放置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讨论,深入了其社会历史

发展的范畴,超越了李嘉图“论机器”中矛盾观点与

辩护论。
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内容的批判与超越

彰显了以下特点:一是马克思始终立足于坚固的经

济事实,在观察现象与理论的偏差中找到李嘉图理

论中的漏洞,分析其体系产生困难的原因;二是在整

体把握丰富的经济事实后进行适当的抽象,提取现

象背后的本质规律,达到澄清前提、划清界限的目

的;三是马克思的批判始终围绕“生产关系决定分配

关系”这一核心,将经济学从“物”的层面提升到“人

与人的关系”层面,为分析资本主义提供了深刻的辩

证框架;四是马克思的批判要求构建一种科学性与

革命性的理论体系,在追求理论革命的同时指向无

产阶级革命的实践。

三、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批判
与超越

　 　 李嘉图不仅在劳动价值论、阶级对立的揭示方

面为马克思提供了重要基石,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有

所贡献。 他摒弃了斯密方法论中的矛盾,开始采用

抽象法剥离经济现象的表层,提炼出一般规律,为分

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一

方面高度评价这一方法,称其“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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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规旧套” [17]183,另一方面也看到其抽象方法存在

非历史性和阶级立场的局限。 马克思坚持唯物史观

的原则,运用辩证法批判并超越了李嘉图的研究方

法,形成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李嘉图研究方法的特点及缺陷

　 　 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个特点。
其一,李嘉图摒弃了斯密的现象描述法,坚持以

抽象演绎的方法深入资本主义经济表象的肌理。 在

斯密的著作中安然并存着两种方法:内在观察法与

外在观察法。 前者通过抽象演绎深入研究资产阶级

制度的生理学,后者则只看到生活过程中外部呈现

出来的东西,只注重对现象的描写、叙述,分类至简

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中。[17]182 这两种方法使得斯密的

理论陷入矛盾,为后来庸俗经济学的发展留下缺口。
李嘉图清醒认识到,这种摇摆不定的方法论必然导

致理论体系的混乱。 他毅然摒弃斯密的外在观察

法,将抽象演绎法推向极致,在价值理论领域建立起

首尾一贯的逻辑体系:“李嘉图终于在这些人中间出

现了,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

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

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

这一规定。” [17]183 李嘉图由此出发,要求科学讲清楚

经济现象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 这种对斯密

二重性方法的决裂在地租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即面对 19 世纪初英国“谷物法”争议,李嘉图没有陷

入具体政策细节的泥潭,而是从级差地租理论出发,
构建起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与人口增长关系的抽象模

型。 纯粹的理论推演完全剥离了土地所有权历史形

态、农业技术进步等现实因素,成功表述了资本主义

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

冲突,“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

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

点” [11]15。 李嘉图忠实于经济事实的科学态度和理

论勇气使其成为古典经济学最高成就和最后的

表现。
其二,李嘉图的研究方法存在“不彻底的抽象”

与“非历史性”的形而上学缺陷。 李嘉图的“不彻底

抽象”缺陷在其价值理论中暴露得尤为明显。 当他

试图用劳动价值论解释资本有机构成差异对价值规

律的影响时,不得不引入固定资本、流动资本等在流

通领域的经验性概念,这种向经验事实的妥协导致

他没有进一步理解到生产领域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

本。 这种矛盾本质上是抽象法运用不彻底的表

现———既想保持理论纯粹性,又无法完全摆脱现实

经济现象的纠缠。 “非历史性”特征源于李嘉图对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而上学认知。 他将特定历史阶

段的生产关系抽象为永恒的自然规律,陷入形而上

学的“斯多亚精神” 中,他为了生产而生产,对“生

产”不加批判地追逐,使他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视

为自然的、永恒的关系。 正如熊彼特的评价:“李嘉

图的头脑不是那种主要对根本原理或是对广泛性的

概括感兴趣的头脑。 ……他的兴趣在于具有直接实

际意义的明确的结果。 为了获得这种结果,他把那

个总的体系切成片一片的,尽可能把它的大部分包

捆起来,放进冷藏室里,以便使尽可能多的东西冻结

起来,成为‘既定的’。” [3]146 将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永

恒化的倾向使其理论在解释 19 世纪 30 年代经济危

机时显得苍白无力,可见,“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一方

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
它在科学上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17]183

李嘉图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源于其理论立场的局

限。 虽然他所追求的“生产”本质上是为了“发展人

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 [17]124,这在马克思看

来是正确的。 但由于李嘉图理论构建依据的是“顺

之则福、逆之则祸的自然法则” [19] ,看不到资产阶级

生产关系存在的必然危机,便将资本主义生产当成

发展生产力的永恒制度。 因此,他的研究处处隐含

着为资产阶级辩护的色彩,他的学说是“论述资本主

义生产无限制的发展的学说” [20] 。 李嘉图体系尚存

的科学性在后来逐渐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辩护论、
调和论的兴起,李嘉图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们———以詹姆斯穆勒、麦卡库洛赫为代表的李嘉图

学派和以萨伊、马尔萨斯、巴师夏、凯里等人为代表

的庸俗经济学,由于无法解决李嘉图体系的“两个困

难”,开始借助表面化分析、概念混淆以及阶级调和

论等手段,消解了李嘉图体系中蕴含的科学性,最终

使得政治经济学沦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工具。

(二)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唯物史观原则与辩证法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凝结着方法智慧,呈
现出一个“内在关联的方法群” [21] 。 具体而言,其
“方法群”的原则是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理

解社会与历史发展的根本方法,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被阐发,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到运用发展。
其核心思想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

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

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

定人们的意识” [22]591。 正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所确立的一般规律,不再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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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简单直观性与自然主义特性,
而是能够立足于一个更大的历史空间———从人类历

史内在的矛盾运动中俯瞰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规

律的动态发展。 在这种宏阔的视野中,诸如李嘉图

那种绝对的、不动的“生产”原则被消解,“资本” “资

本主义制度” “私有制”等也就在历史前进的地方、
在危机表露的地方展示出它们的暂时性。

其“方法群”的灵魂是辩证法。 在唯物史观的原

则上,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巨大历史感”并扬弃

其辩证法中的唯心主义部分,完成了辩证法的唯物

主义改造。 恩格斯指明,这个方法的制定“是一个其

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22]603,在现

实社会与经济分析中形成了科学的、革命的唯物主

义辩证法。 辩证法的具体应用主要有:抽象到具体

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人体解剖法”
“向后思索法”“普照光方法”等。

“从抽象到具体”是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

最基本的分析方法。 早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

稿》中,马克思就对经济学家们的“抽象”方法的“两

条道路”进行过辨析并指出,“从具体到抽象”是一

条是将具体表象逐步抽取后形成空洞规定的路径,
而“从抽象到具体”则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15]42:
“抽象” 出一个关于整体混沌的一个表象(例如商

品),然后可以通过更贴近的规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

越简单的概念(例如商品的二因素),进而从表象中

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例如劳动的二重性、抽
象劳动、劳动力概念的提出),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

的规定(例如“创造价值的是抽象劳动” 等规定)。
于是,“抽象”与“具体”的往复行程得到的就不再是

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

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

尔式的抽象,还提出“抽象”作为分析工具的两种形

式:共性抽象和本质抽象。 共性抽象通过抽取事物

的共性或一般特征来形成概念,而本质抽象则在共

性抽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取事物的特殊性和本质

差别。 除了作为分析工具的抽象,还存在“抽象”的

第三种形式,即“直接描述现实的抽象” [23] 。 “现实

抽象”指的是类似于思维进程中对事物特征进行抽

去和抽取的现实活动,是对具有抽象性特征的现实

的直接反映或描述。 例如,交换价值的抽象性和价

值增殖的抽象性是现实抽象的两个主要方面,它们

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性特征的现实根源。 作

为分析工具的抽象、与具体对应的抽象、直接描述现

实的抽象这三种形式的“抽象”使马克思能够从资本

主义经济的最基本元素出发,逐步构建起完整的政

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清晰地呈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内

在的逻辑结构和运动规律。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则是充分体现马克

思历史观与方法论辩证结合的基本方法。 这一方法

强调理论逻辑的展开必须与客观历史进程相契合,
但二者并非机械对应的镜像关系,而是通过不断修

正的辩证运动,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资本

论》的构建中,马克思从“商品”这一“经济细胞”出

发。 这一出发点既是逻辑演绎的起点(最简单的经

济关系),也是历史演进的起点(商品交换的萌芽形

态)。 但随着理论体系的展开,逻辑顺序开始对历史

顺序进行扬弃:当分析从货币向资本的飞跃时,马克

思并未拘泥于历史上商业资本早于产业资本出现的

表象,而是通过“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本质规定,在
逻辑层面抽象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这种辩证统

一的关键在于把握历史进程中的 “ 内在矛盾运

动”———当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地租时,既呈现了封

建地租向资本主义地租转型的历史轨迹,又通过“超

额利润转化”的逻辑机制,揭露了土地所有权在资本

主义体系中的特殊剥削形态。 该方法论突破了黑格

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神秘外壳,将逻辑范畴的运动

扎根于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土壤,既避免了李嘉图

式的非历史性抽象,又克服了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

典经济学经验主义的表象化倾向。

四、结语

　 　 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全面批判与超越,是马

克思实现其经济学革命的重要环节。 在认识历程

中,马克思对李嘉图的理论经历了否定、肯定、初步

质疑、全面批判与超越四个阶段,这一过程也是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学逐步形成的过程。 在理论内容上,
马克思既批判了李嘉图将资本主义永恒化、自然化

并掩盖剥削的意识形态特质,又直指资本主义私有

制和雇佣劳动的根基,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榨取剩

余价值的现象,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

之间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阐明了其历史暂时性。
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从商

品这一“细胞”出发,完善了从商品到剩余价值攫取

的逻辑链条,形成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与李嘉

图的差异表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绝不是熊彼特

等人所指认的“李嘉图式” [24] 的理论,而是经济史上

具有革命性转变的科学理论,其终极价值在于为无

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依据,指向消灭剥削、实现人的

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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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cardo’s
 

work
 

occupies
 

a
 

pivotal
 

position
 

in
 

Karl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x’s
 

engage-
ment

 

with
 

Ricardo
 

evolved
 

through
 

four
 

distinct
 

stages:
 

negation,
 

affirmation,
 

initial
 

skepticism,
 

comprehensive
 

cri-
tique

 

and
 

transcendence.
 

Theoretically,
 

Marx
 

resolved
 

the
 

Two
 

Great
 

Difficulties
 

in
 

Ricardo’ s
 

system,
 

refined
 

and
 

transcended
 

Ricardo’ s
 

theory
 

of
 

differential
 

rent,
 

and
 

comprehensively
 

criticized
 

his
 

theory
 

of
 

accumulation
 

and
 

trade.
 

In
 

doing
 

so,
 

Marx
 

not
 

only
 

revealed
 

Ricardo’s
 

ideological
 

tendency
 

to
 

eternalize
 

capitalism,
 

but
 

also
 

pointed
 

directly
 

to
 

the
 

exploitative
 

nature
 

of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and
 

wage
 

labor,
 

thereby
 

revealing
 

the
 

irreconcilabl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and
 

its
 

historical
 

temporariness.
 

Methodologically,
 

Marx
 

adhered
 

to
 

the
 

princi-
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used
 

the
 

dialectics
 

to
 

analyze
 

the
 

nature
 

of
 

economic
 

phenomena,
 

thus
 

transcending
 

the
 

ahistorical
 

and
 

class
 

limitations
 

of
 

Ricardo’ s
 

abstract
 

method.
 

In
 

this
 

sense,
 

the
 

comprehensive
 

critique
 

and
 

transcendence
 

of
 

Ricardo’s
 

political
 

economy
 

is
 

thus
 

of
 

cardinal
 

importance
 

for
 

Marx’s
 

realization
 

of
 

his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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